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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衰振隳治赋税

翁礼华

张
居正（公元 1525～ 1582年）乃湖

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从微寒

门第中奋起的他作为穆宗皇帝临终时

的三位顾命大臣之一，随着首辅高拱

在隆庆六年（公元 1572年）6 月的内外

廷争中失败被逐，高仪不久又病死，得

以以惟一健在的顾命大臣而循序升为

首辅，主持国政达 10年之久。前 5年

（公元 1573～ 1577 年）着重伸张法纪，

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后5年（公

元 1578～ 1582年）重在改革赋税，发展

经济，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政治

上比较清明、国家相对安定、经济有较

大发展，被明朝人誉为“起衰振隳”的

“救时宰相”。张居正当年的官吏考成、

整顿驿传以及一条鞭法等诸多涉及财税

改革的措施名垂青史，值得后人借鉴。

行考成法

张居正所处的明中后期社会上到

处弥漫着阿谀逢迎之风，活跃着投机

钻营之徒，为官当政者无须才学，只要

有拉关系的“本领”即可飞黄腾达，国

家甚至出现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的局面，其中钱粮积欠更是日益严重，

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据史料记载，隆庆

年间（公元 1567～ 1572年）每年国家

赋税收入银 250 余万两，支出却高达

400余万两，年财政收支逆差超过 150

万两，赤字几乎要占全年国家收入的

60% 。造成这一岌岌可危的状况既有

朝廷支出骤增的因素，更多的是赋税

拖欠的问题。

对于催缴赋税等执法事宜，朝廷

虽千方百计加快速度将法令 “置邮驿

而传之四方”，然而各省、府、州、县

却仅仅认真地将公文批转了事。办公

犹如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送

进京师衙门，办过以后，再出衙门，经

过千百里以至关山万里的公文旅行，

进入了地方衙门，便从此归档上架，销

声匿迹，无人落实了。面对这种政令不

通的积弊，张居正从抓人头抓落实的

“考成”入手，以坚持“遵循祖宗成宪”

为号召，在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提

出官吏“考成之法”。要求每个衙门制

成两类簿册，一是底册，记载全部收发

公文；二是在删除无须考查的例行公

事后，将要考查项目制成两本相同的

簿册。一本送各部门备注，每落实一件

注销一件，如有积欠未清之事，由该部

门具奏候旨，另一本送朝廷内阁查考。

两本册籍犹如当今之上下级政府之间

所签订的岗位责任制据以考核的具体

条款，通过简单的“三册考成法”冲击

“只出经验、不出效益”的官场积弊，达

到督查落实的目的。在朝廷里，张居正

更用内阁控制吏、户、礼、兵、刑、工

六科，再以六科控制六部的办法，以人

为本，以行政构架为线狠抓落实。

考成法的实施，不仅起到了政令

畅通的作用，而且对清缴地方欠税、抑

制赋税减免、改善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的状况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首先，考

成法关于“凡征赋不足额的巡抚和巡

按御史听纠，府州县官听调”的规定，

使一向崇尚“仁义”、耻于“理财”的

地方官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因为不努

力征税就要被拿掉官位。其次，考成法

规定“隆庆元年（公元 1567年）以前

的积欠赋税一概豁免，隆庆四年（公元

1570年）以前的积欠免三征七，隆庆

五年以后的积欠一概追缴”，并以此为

标准对省州县地方官征赋情况进行考

成，使全国历年欠税皆逾 20% 的赋税

征收状况不仅迅速获得了改观，有了

足额的当年收入，国家还有了前几年

欠税追缴的巨额收入，从而实现了“考

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

足”的目标。

整顿驿传

中国古代为了飞报军情政令、 递

送使客官吏和运输官府物资，在交通

干线上设置驿传机构。这种机构在明

代可分为三类：一为急递铺，二为水马

驿，三为递运所。其中急递铺和递运所

为专业机构，分别负责飞报军情政令

和运输大宗官方物资，惟有水马驿不

但前两者的功能兼而有之，而且还负

责招待公差官员，起着政府招待所的

作用。人们一般所指的明代驿站大多

是指这类综合性的水马驿而言。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驿传的建

设，坚持严刑峻法治理驿政，明初“驿

递清乐，而里甲不扰”。但随着岁月的

推移，明王朝的各项典章制度逐渐松

弛，驿政也遭到了自上而下的不断破

坏，甚至出现了公车私用、公费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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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钱肥私的腐败现象，激起了民怨。于

是明神宗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张

居正着手整顿驿传，先后作出了反腐

倡廉的七条规定，并明示天下。第一，

“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出差，不许借行勘

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

系公差人员，若轿杠伕马过溢本数者，

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

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

若部科查率欺隐，一体治罪。”第二，

“抚按司府各衙门所属官员，不许托故

远行参谒，经扰驿递；违者抚按参究。”

第三，“有驿州县，过往使客，该驿供

送应得廪粮蔬菜，州县止送油烛柴炭，

不许重送下程纸扎，如有借此科敛者，

听抚按官参究。”第四，“凡经过官员有

勘合者，伕马中火，止令驿递应付，有

司不许擅派里甲。其州县司府官朝觐

给由入京，除本官额编门皂，量行带用

外，不许分外又在里甲派取长行伕马，

及因而计路远近，折干入己。”第五，

“凡官员经由地方，系京职方面以上

者，虽无勘合，亦令巡抚路兵快防护出

境，仍许住宿公馆，量给薪水烛炭，不

许办送下程心红纸扎，及折席折币礼

物。”第六，“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

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

勘合，不许驰驿。”第七，“自京往外省

者，由兵部给内勘合；其中仍须回京

者，回京之日缴还勘合；无须回京者，

即将该项勘合缴所到省份抚按衙门，

年终一并缴回兵部。自外省入京者，由

抚按衙门给外勘合，至京以后，一并缴

部，其中须回省者，另由兵部回省之日

换给内勘合。”

整顿驿传的规定是一纸公文，公

文必须落到实处，张居正用内阁控制

六科、六科控制六部、六部控制各省的

“考成法”，而有所不同的是驿传腐败

始自京师，始自大官及其家属，故张居

正之清理驿传“考成”驿政乃从大官抓

起，从自身抓起。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

应试，嘱其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吩

咐仆人背着寿礼，骑着毛驴回乡祝寿；

万历八年次弟居敬病重，回乡调理，保

定巡抚张卤发出勘合免费乘驿，张居

正不仅随即缴还，而且还附信一封，强

调”仆忝在执政，欲为朝廷行法，不敢

以身先之“。而对大官及其子弟违反乘

驿规定采取发现一起抓一起的办法，

当他得知言官（相当于今纪检官员）弹

劾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行乘驿时，

竟不顾情面，坚决革去其子的官荫（明

代规定，大臣建功或几年任满后可以

荫子，称为官荫）。为了进一步抓落实，

张居正还责令各地抚按衙门对位于交

通干线的各地主要驿站随时进行巡察

督查。有一次保定巡抚上报发现违纪

者有十数人之多，张居正当即对被查

获违规的太仆寺及太原府的官员作出

了严肃处理，赢得了朝廷正直官员和

庶民百姓的一致赞扬。同时为了进一

步减轻驿传负担，节约财政支出，张居

正还采取了诸多减省乘驿的措施，如

将山东曲阜的孔子后裔——衍圣公上

北京面圣由每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等

等，从而节约了大量财政开支，减轻了

百姓的负担，遏制了官吏的腐败之风，

端正了社会风气，为明王朝统治的延

续作出了贡献。

推行一条鞭法

明代的赋役分为两类，一类称为

赋，主要是田税，另一类是力役，为课

于 1 6 ～ 5 9 岁男性丁口的差役。力

役又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常性的力役，

称常役，其一是力差，其二是银差；另

一类是临时性的力役，称为杂泛，其内

容有兴修水利、建造城垣等，与力差和

银差性质大致相似。

力差有库丁、门皂、防夫、禁子、

弓兵等名目，其中库丁负有管库任务，

在社会上还算有点地位，但由于库丁

大都管的是银库和廪给库（即粮库），

若有损耗和亏损都要负责赔偿，弄得

不好还要倾家荡产，因此库丁在经济

上是最大的苦差。而看门的门皂、河防

水利的防夫、管囚犯的禁子、维持治安

的弓兵由于社会地位低下，一般有身

份的人不愿亲自为之，往往出钱雇请

城镇中的“闲散人员”代劳，于是被雇

的城里人经常下乡，向农民讨索工食。

银差为官府按丁口向百姓的折银

摊派，如州县官衙需用的柴薪、马草、

马豆等实物，官学的斋夫、膳夫等劳役

无须百姓亲为，只是折银摊派。为了确

保摊派的落实，官员们在编制和审查

银差时尽可能挑选那些家境殷实而没

有政治背景和地方势力的富户来承担，

因此这些人不免就成了听任官府宰割

的肥羊大猪。

鉴于不公平的力差和银差给庶民

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不满之词络

绎于途、不绝于耳。于是国家改行均徭

法，各县衙门把百姓分为十甲，每年由

一甲承担本县的所有徭役，从第一甲

到第十甲，周而复始，每十年为期，轮

流当差，称为均徭。均徭法表面上看起

来似乎十分公平，但在执行过程中却

存在着很多实际问题。首先不仅每甲

百姓的经济能力差异很大，而且每年

政府徭役负担数量亦在不断变动，其

经济能力和徭役摊派数量就存在着不

平衡和不确定的因素；其次，一甲之内

百姓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差异很大，

在负担方面又很难做到公平合理，尤

其刁滑之徒与忠厚之家更是难以做到

公平负担；再次，在不当差的九年中，

百姓不可能人人都能做到 “积九年之

费，以待一年之输”。因此，到了当差

这一年，力役、银差一齐压到头上，不

少人就是典妻鬻女、 倾家荡产亦难以

应付。面对这一制度性的缺陷，不少有

识之士纷纷上疏，力陈其弊，要求改

革，尤其是江西巡抚刘光济 “上差役

疏，历指均徭六弊”，呼吁改革。

在这种改革大势所趋的情况下，

一条鞭法便应运而生。万历九年（公元

1581年），张居正奏请明神宗同意，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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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亦称条编

法）。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力差、银

差、杂泛等项合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

赋，一律按田亩核算，统一征收。除漕

粮外，皆可改折成银两，以货币税代替

实物税，允许被征调差役者出银雇人

代役。同时，改易明太祖朱元璋所创制

的民收民解为官收官解，取消了粮长

制，减省了里甲征收的层次。一条鞭法

的施行不但在全国范围内一定程度上

打击了豪强世族隐匿田亩、偷逃赋税

的不法行为，达到了均赋役的目的，更

重要的是通过取消中国古代第四大主

流税制——“两税法”以后，全国通行

计亩征银和以银代役，只要出钱就可

以免除力役，扩大了货币的流通范围，

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

获得了人身自由，对商品经济的发展、

刺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在客观上符合经济发展

的需求，是封建经济发展史上的一项

重大改革。尽管这一改革随着张居正

万历十年（公元 1582年）的逝世而一

度人亡政息，但最终随着清代雍正皇

帝进一步的“摊丁入亩、地丁合一”政

策的实施，完全彻底的“一条鞭法”终

于在中国大地上确立起来，并且成为

我国四千年来赋税制度改革史上的第

五个里程碑。
（作者为财政部中国财税博物馆馆 长）

财政史话

老子治国 思想的 启示
袁 泉

老
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留有

唯一的著作《老子》（又名《道德

经》）。虽然只有八十一章，仅仅五千余

字，但是字字珠玑，内涵深远，博大精

深，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的先河，是我

国思想宝库中的光辉巨著。老子的学

说在治国等领域都有精辟、独到的论

述。其治国思想在我国古代各个王朝

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市场经

济条件下的我国财政政策、方针的制

定也不无启示。

“治大国若烹小鲜” 保持财政

政策的稳定性

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7年的国情

咨文中曾引用老子的 “治大国若烹小

鲜”这句话，于是八家出版社竞相出版

《老子》，其版权价值 13万美元，可谓一

字千金了。其原文是“治大国若烹小鲜。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

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第

60章）。“治大国若烹小鲜”是指治理国

家要像煎小鱼那样，须用文火慎重的慢

慢烹煎，不要时时翻动它。“以道莅天

下”讲治理国家的方式，“道”就是客

观规律，只有尊重客观规律才能使得

“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

不伤人”。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首先，财政政策的制定要依据

“道”，即一国社会经济运行的客观规

律。中央政府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

规律确立中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的目标，

由此构建财政发展的规划框架，探索

财政发展的长效机制，树立财政可持

续发展的思路。

第二层意思是要保持财政政策的

稳定性。老子的哲理启示我们：“烹小

鲜而数挠之，而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

化，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而不

重其法”，原因是“烹小鲜者不可扰，扰

之则鱼碎，治大国者为无为，为之则伤

民”。与前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的“休

克疗法”相比，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

渐进式的而不是激变性的，因此，在推

行财政体制改革实践中，要根据国民

经济运行的实际，循序渐进，稳步推

进，防止政策忽左忽右，摇摆不定。经

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客观上要求政府运

用财政政策这一宏观调控手段来熨平

经济的周期波动，保持经济的稳定与

增长成为国家财政政策的落脚点之一，

所以保持财政政策自身的稳定性和政

策手段相互配合的平衡性至关重要。

在经济处于非常状态下，采取反常态

的政策操作是必要的，但是决非长久

之计。从中长期来看，财政政策在实施

方向、实施力度和实施手段组合上，必

须保持中长期财政政策规划的权威性，

注重财政政策的稳定和平衡。

新时期我国确立了稳健的财政政

策，“稳健”的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在

推行新的财政管理政策时，特别是在

实施重大财政、金融、货币等政策调整

前，应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防止财

政政策的过冷或者过热，保证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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